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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

安慧颖1,王月芹2,陈长英2,王盼盼1,刘南2,张君瑞2

摘要:目的
 

探究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。方法
 

采取夫妻二元应对量表、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量表对

156例中青年淋巴瘤患者进行问卷调查。结果
 

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总分124.00±11.30,自我管理效能总分86.46±
22.40,二者呈正相关(r=0.223,P<0.01);病程、家庭人均月收入、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是其主要影响因素(调整R2=0.261,
均P<0.01)。结论

 

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呈中等水平,有待进一步提高;临床护理中可从提高患者疾病管理自我效能为切

入点制定干预措施,以提高其二元应对水平。
关键词:淋巴瘤; 中青年; 二元应对; 自我管理效能; 影响因素; 调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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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
 

Objective
 

To
 

examine
 

the
 

status
 

and
 

influencing
 

factors
 

of
 

dyadic
 

coping
 

in
 

young
 

and
 

middle-aged
 

lymphoma
 

patients.
Methods

 

Totally,
 

156
 

young
 

and
 

middle-aged
 

patients
 

with
 

lymphoma
 

were
 

invited
 

to
 

complete
 

the
 

Dyadic
 

Coping
 

Inventory
 

(DCI)
 

and
 

Chinese
 

Version
 

of
 

the
 

Strategies
 

Used
 

by
 

People
 

to
 

Promote
 

Health
 

(C-SUPPH).Results
 

The
 

total
 

DCI
 

score
 

was
 

124.00±
11.30

 

and
 

the
 

total
 

C-SUPPH
 

score
 

was
 

86.46±22.40,showing
 

positive
 

correlation
 

between
 

them
 

(r=0.223,P<0.01).
 

Dura-
tion

 

of
 

illness,
 

family
 

monthly
 

income
 

and
 

self-management
 

efficacy
 

were
 

factors
 

affecting
 

dyadic
 

coping
 

of
 

patients
 

(adjusted
 

R2=
0.261,

 

P<0.01
 

for
 

all).Conclusion
 

The
 

dyadic
 

coping
 

is
 

at
 

moderate
 

level
 

in
 

young
 

and
 

middle-aged
 

patients
 

with
 

lymphoma
 

and
 

needs
 

to
 

be
 

further
 

improved.
 

Interventions
 

on
 

improving
 

self-efficacy
 

of
 

disease
 

management
 

should
 

be
 

taken
 

to
 

enhance
 

dyadic
 

coping
 

of
 

patients
 

with
 

lymphoma
 

in
 

clinical
 

work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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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2018年全球肿瘤统计数据显示,淋巴瘤新发

病例在所有癌症中位居第11位[1]。我国淋巴瘤发病

率呈持续上升趋势,已居男性发病率的第10位,女性

发病率的第11位[2]。2018年国际淋巴瘤联盟对全

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6
 

631份问卷调查结果

显示,18~60岁的淋巴瘤患者占74%,而我国18~60
岁的淋巴瘤患者占88%[3],中青年所占比重明显高

于全球数据。中青年作为家庭和社会的核心力量,在
面对疾病相关痛苦的同时承受着家庭社会的压力,导
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和疲乏、睡眠紊乱等

症状[4-5]。配偶作为患者的首要应对资源和主要照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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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承担者,同样存在严重的心理压力,出现焦虑抑

郁等负性情绪[6-7]。疾病最终导致患者及其配偶家庭

适应性差,双方生活质量降低。研究显示,患者和配

偶间的积极二元应对可帮助癌症患者及其配偶实现

对癌症影响的调整和适应,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、减
轻配偶感知的照顾压力,促进配偶心理健康等[8]。国

外关于二元应对的研究较多且已取得一定进展,但国

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乳腺癌、妇科肿瘤等[9-11]研究

方面,尚未见中青年淋巴瘤患者的研究。因此本研究

调查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并分析影响因

素,以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借鉴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,选取2019年6~9月河

南省淋巴瘤诊疗中心的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。纳入

标准:①病理检查确诊为淋巴瘤;②年龄18~60岁;
③已婚且与配偶生活在一起;④有较好的阅读与沟通

交流能力;⑤知晓自己疾病诊断。排除标准:①存在

精神或认知障碍;②合并有严重心、肺、肝、肾等疾病

或其他恶性肿瘤者。按上述标准纳入有效病例156
例,男83例,女73例;年龄18~60岁,平均41.55
岁;居住状况:单独居住39例,与子女/父母合住117
例;居住地:城镇61例,农村93例;医疗付费:省市医

保40例,异地医保40例,新农合73例,自费3例;疾
病了解程度:了解56例,不太了解76例,不了解24
例。
1.2 方法

1.2.1 调查工具

1.2.1.1 一般情况调查表 由本研究者自行设计,
包括性别、年龄、居住状况、居住环境、医保类型、家庭

月收入、文化程度等人口学资料,病程、是否为初次诊

断、疾病了解程度等疾病相关资料,其中疾病了解程

度分为了解(知晓疾病及化疗不良反应)、不太了解

(仅知晓疾病,不清楚化疗不良反应),不了解(疾病及

化疗均不清楚)。
1.2.1.2 二元应对量表 该量表由 Bodenmann
等[12]开发,包括压力沟通(8个条目)、支持应对(10
个条目)、授权应对(4个条目)、共同应对(5个条目)、
消极应对(8个条目)及应对质量评价(2个条目)6个

维度共37个条目,其中压力沟通、支持应对、授权应

对、消极应对维度涵盖个体感知的自我应对和个体感

知的配偶应对,共同应对维度只涵盖患者感知的夫妻

双方的共同应对,应对质量评价是患者对配偶参与应

对总体质量的评价。采用1(极少)~5(非常频繁)5
级评分,消极应对支持为反向计分,应对质量评价维

度的2个条目不计入总分。得分越高表示夫妻支持

性应对越多。本研究采用Xu等[13]的汉化版本,同为

6个维度共37个条目,Cronbach's
 

α系数0.51~
0.80。本研究量表Cronbach's

 

α系数为0.733。
1.2.1.3 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量表 采用钱会

娟等[14]汉化的针对癌症患者的健康促进策略量表

(Strategies
 

Used
 

by
 

People
 

to
 

Promote
 

Health,
SUPPH),量表共包括正性态度(15个条目)、自我决

策(3个条目)和自我减压(10个条目)3个维度共28
个条目,Cronbach's

 

α系数0.849~0.970,采用Li-
kert

 

5级评分;得分越高,说明患者疾病自我管理效

能感越强,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

0.849。
1.2.2 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于河南省淋巴瘤诊

疗中心对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。先向研究对象说

明调查目的,取得知情同意后采用统一指导语,由研

究对象独立填写,问卷当场检查并回收。共发放问卷

172份,回收有效问卷156份,有效回收率90.70%。
1.2.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.0软件进行t检

验、方差分析、秩和检验、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

线性逐步回归分析,检验水准α=0.05。
2 结果

2.1 患者二元应对得分 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

124.00±11.30,处于中上等水平;患者感知各维度得

分,见表1。
表1 患者感知的各维度得分(n=156)

项
 

目 得分(x±s)
自我压力沟通 13.67±2.25
配偶压力沟通 12.64±2.53
自我支持应对 17.26±2.46
配偶支持应对 17.52±2.45
自我授权应对 6.48±1.38

项
 

目 得分(x±s)
配偶授权应对 7.64±1.28
自我消极应对 15.08±2.13
配偶消极应对 15.71±2.43
共同应对 17.31±2.61
应对质量评价 7.32±1.26

2.2 患者二元应对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将一般资料

中的10项进行二元应对得分的单因素分析,其中性

别、年龄、居住状况、居住环境、医保类型、疾病了解程

度6项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均P>0.05),另4项

得分比较,见表2。
表2 患者二元应对得分的单因素分析

项目 例数 得分(x±s) F/t P
家庭人均月收入(元) 7.558 0.000
 0~ 11 115.00±9.49
 1000~ 51 122.27±9.05
 3000~ 49 122.63±10.39
 ≥5000 45 129.64±12.64
文化程度 3.048 0.031
 小学以下 20 124.00±12.85
 初中 59 124.15±8.62
 高中/中专 49 121.00±10.23
 大专以上 28 128.93±15.14
病程(月) 9.393 0.000
 1~ 50 121.54±10.67
 3~ 47 121.40±10.85
 6~ 16 121.81±6.96
 9~26 43 130.51±11.49
初次诊断 -4.789 0.000
 是 115 121.50±10.31
 否 41 131.00±11.10

2.3 患者自我管理效能与二元应对的相关性 自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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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效能总分86.46±22.40,其中正性态度得分

47.12±12.83,自我减压30.10±8.02,自我决策

9.24±2.83。处于中等水平。自我管理效能总分及

3个维度与二元应对总分的相关系数r 值依次为

0.223、0.224、0.209、0.239,均P<0.01。
2.4 患者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二元应对得

分为因变量,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

及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

归分析。结果进入方程的因素有家庭人均月收入(<
1

 

000元=1;1
 

000~元=2;3
 

000~元=3;≥5
 

000
元=4),病程(1~个月=1;3~个月=2;6~个月=3;
9~26个月=4)和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。具体见

表3。
表3 患者二元应对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(n=156)

项目 β SE β' t P
常量 102.111 3.713 - 27.500 0.000
病程 0.531 0.101 0.369 5.260 0.000
家庭人均月收入 2.899 0.858 0.239 3.378 0.001
自我管理效能 0.108 0.035 0.214 3.050 0.003

  注:R2=0.275,调整R2=0.261,F=19.239,P=0.000。

3 讨论

3.1 患者二元应对及自我管理效能水平有待提高 
本研究中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124.00±11.30,处于

中等偏上水平。但低于Vaske等[15]报道的慢阻肺患

者得分,与Ernst等[16]、Rottmann等[17]报道的癌症

患者二元应对结果相似。分析原因可能为癌症的诊

断对于患者家庭而言打击性大,夫妻常承受严重的心

理压力和负担,为了避免增加对方的担心和困扰常采

取相互隐瞒的态度。本研究显示患者支持和授权应

对得分略低于患者感知的配偶支持和授权应对得分,
可能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有关,配偶出于对患者的责

任和义务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,通常会以积极的心理

和奉献精神来帮助患者,承担患者的大部分照顾任

务。因此,在临床工作中可考虑从鼓励夫妻双方情感

表达,增进患者夫妻双方的相互支持理解出发来促进

中青年淋巴瘤患者及其配偶的积极二元应对。
本研究中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感总分为86.46±

22.40,呈中等水平,与赵雯雯等[18],钱会娟[19]研究结

果相似。自我管理效能感3个维度中,自我减压维度

得分最低,可能原因为患者在疾病诊疗过程中不仅要

面对疗效的不确定性,还要经受放化疗引起的不良反

应,以及来自家庭的负担和社会的压力等[20],心身皆

痛苦。有研究显示,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是患者生

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,自我管理效能得分越高,患
者生活质量越高[21]。因此,医护人员应积极关注中

青年淋巴瘤群体,对患者进行多方面健康教育,提高

患者疾病认知,鼓励和帮助患者增强抗争疾病的信

心,减轻患者心理压力,提高其对疾病的自我管理效

能,从而提升患者生活质量。

3.2 患者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

3.2.1 病程 本研究显示,患者病程越长,患者二元

应对越好,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,患
者多进入疾病适应阶段,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。
中青年淋巴瘤患者在疾病诊断的最初6个月,患者需

要面对疾病诊断、治疗决策、放化疗等带来的负性情

绪和症状负担,自我应对和感知配偶应对方式较消

极。因此,应充分关注病程在6个月以内的患者,调
动患者的配偶等家庭支持系统,鼓励患者向家属表达

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寻求家人的帮助,减轻其心理负

担,从而促进其采取积极的二元应对策略。
3.2.2 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显示,家庭月收入越高,
患者二元应对越好,与肖婷[9]、Johnson等[22]的研究

结果相似。分析原因可能是家庭月收入低、经济负担

重的患者在担心疾病的同时还要担心治疗费用的问

题,患者的自我负担感增加,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患

者不愿采取与配偶沟通交流。同时,配偶作为患者的

主要照顾者和应对资源,需要承受家庭经济压力和心

理压力,负性情绪对患者产生直接影响,最终导致患

者感知到的配偶积极支持应对较差。因此,对于经济

状况较差的患者,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治疗方

案,对于符合临床试验标准的患者,鼓励其进入临床

试验,以降低治疗费用,减轻患者经济压力。
3.2.3 癌症患者自我管理效能 相关分析显示,患
者患者自我管理效能及3个维度与二元应对呈正相

关(均P<0.01);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,患者自我

管理效能是患者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,自我管理效能

越高,患者二元应对越好,与Badr等[23]的研究结果

一致。进一步验证了Lyons等[24]提出的二元疾病管

理理论,即患者对疾病自我管理的信心会促进患者主

动与配偶进行疾病决策、情感沟通等二元管理行为。
因此,临床护理干预可从提高患者疾病自我管理效能

为切入点,帮助患者及家属一起以积极态度面对疾

病,主动配合治疗护理,努力学习自我管理技能,提高

调控情绪和生活的能力等,促进二元应对行为。
4 小结

本研究结果显示,中青年淋巴瘤患者二元应对水

平中等偏上,还有待提高;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病程、家
庭人均月收入、患者疾病管理自我效能。临床护理中

可从提高患者疾病管理自我效能为切入点制定干预

措施,促进患者二元应对,降低不良心理反应。本研

究样本量较小,分析影响因素有限,未来可从照顾者

角度出发分析促进双方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,为制定

更具针对性更全面的干预方案提供证实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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